解析寺廟實務與法令關係                                  林蓉芝
壹、前言

從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公布之「監督寺廟條例」到內政部於民國二十五年實行之「寺廟登記規則」，甚至內政部及台灣省政府後來陸續以函示施行之行政命令，這些用於管理寺廟的法令規章，與寺廟實際之運作情況相去甚遠。久而久之，反而主導了寺廟的組織形態，使之失去宗教的本質。道教尤然，甚且延伸出今日新興宗教林立的問題（可以依法成立，卻看不出宗教特質）；百年政黨之所以失去執政權力，最主要源由嚴重背離民意，如今，宗教重新立法，如果因屈就現實而忽略實務與法令關係的落差，則如緣木求魚，毫無助益。
長期法令缺失，加上行政人員宗教素養不足，對寺廟所造成的傷害已難弭補，即使政府偏向於由寺廟自行訂定章程來作為內部運作準則，但在章程範疇中，仍難跳脫主管機關既有主觀成見，尤無法解決已設信徒大會之寺廟問題（如香光寺、大覺寺等），法令所衍生的問題，政府將之推給寺廟自行解決，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欲解決寺廟現存糾紛，某部份仍需仰賴政府公權力的介入。
貳、寺廟登記與寺廟建築

寺廟登記規則第一條「凡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獨建之壇廟寺院庵觀除依關於戶口普查及不動產登記之法令辦理外，並應依本規則登記之」，第五條「寺廟人口登記以僧道為限但其他住在人等應附帶聲報，前項僧道指僧尼道士女冠而言」︱這是依監督寺廟條例第一條「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不論用何名稱均為寺廟」的法源而來，然而，這項以僧道住持為寺廟登記的首要條件，並未被實際採行（或許是出在寺廟申請建造並未有此項規定），反倒是以寺廟外在建築形式為認定標準。
所謂「宗教上建築物」︱依內政部五三台內民字第一五三０六號函示：「依司法院第三三七及七０二號解釋：凡用以奉祀宗教上神祗之建築物並有僧道住持，不問其形式均應認為寺廟，其申請登記時，自須檢具寺廟產權之證明文件。」，但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六十七年四月廿七日民甲字第八四００號函：「監督寺廟條例第一條所指宗教上建築物，係指依照各教傳統建築形式並專供宗教使用之公眾建築物而言」，並將檢具證明改為：「專供宗教使用之公眾建築物」，衍生致今日之「只要是專供宗教使用則必須為公眾建築物之必然關係」，即使內政部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台（七八）內民字第六七八八二０號函同意佛教界之建議，將「形式」兩字刪除，台灣省政府民政廳七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七八民五字第一一七九五號函仍以「至具有宗教傳統建築八字仍繼續適用」。
一個錯誤函示，影響佛教至深且巨，許多寺院道場為了辦理登記，重改建築外觀，弄得非佛非道，失去了佛教原有之內函精神。直到今年開放寺廟補辦登記，仍有部分縣市政府承辦人員仍堅持所謂的「傳統建築」才是「宗教上建物」，上級單位卻無人敢於承擔這項「絕對錯誤」。事實上，宗教多元化之後，有些宗教建築物並未奉祀神祇，以傳統對寺廟的主觀認定，恐怕已難符合現代宗教之需求。
再則，將宗教建物皆視同為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是否得當，仍待商榷，佛教叢林多處深山野外，許多精舍為單純靜修道場，按「公眾使用建築」標準，需有安全消防設施，反而位於市區大樓內的講堂，因無法辦理登記，而免除這項困擾。
過去，寺廟申請建造，須先送主管機關（民政單位）同意再轉建管單位，還必須檢附正面圖、側面圖等工程圖樣，直至精省之後，內政部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召開宗教業務研討會，修訂「台灣省寺廟申請建造應具表件及注意事項」，方才同意修正為由寺廟逕向縣市政府建管單位提出申請，並先試行三個月，期間仍有部分縣市政府建管單位不願配合，經本會再度力爭，內政部函知各縣市政府建設局，方才落實此單一窗口政策，回歸「宗教輔導」本意。未料，內政部於九十年八月十三日研商寺廟補辦登記相關事宜會議時，台北市政府置本案不顧，竟重提「建請寺廟建造仍應先取得民政單位同意後逕向建管單位提出申請，以便輔導各寺廟及寺廟起造者」，其本末倒置做法，令人氣結；另此次補辦登記仍有許多寺廟被以非屬宗教建築退件，試問，寺廟建造既已不必經由民政單位許可，民政單位應以寺廟是否從事宗教上行為為登記要件，與建築何干？誠如某建管單位承辦人所言：「某寺廟申請建造，一切合法，僅因信徒大會記錄有所爭議，而遭擱置二年。」此類案例，不勝枚舉，行政部門，如若不能先確定「宗教輔導」之基本立場，實難取得宗教界之信任。
從「未經寺廟主管機關核准者，建築執照不得核發」到「逕向建管單位申請」，雖只是一念之間的差別，卻是歷經數十年的爭取，公務人員雖需依法行政，但，許多法令並非出自正確的專業素養，寺廟申請建造有諸多限制，卻獨缺對發起人條件的要求，今日寺廟的氾濫，與此互有因果關係，就一個宗教徒而言，宗教領導人遠比宗教建築物重要，信徒絕不會因為寺廟有否登記來考量其參與的程度，不讓寺廟取得登記，政府反而無從監督輔導，十方財產無所歸屬，這才是問題。
參、信徒大會惹爭議

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寺廟登記規則第五條「寺廟人口登記以僧道為限但其他住在人等應附帶聲報」，寺廟「信徒大會」的形成並成為寺廟最高權力機構，可能肇因於此，除此之外，法律並未有任何有關寺廟人事方面的規定。
民國四十三年，內政部依據台灣省政府建議，對有關寺廟信徒資格之認定首次指示應依照光復後寺廟登記信徒名冊為準，其過去已沿慣例皈依者亦可視為信徒，並請省府轉飭各寺廟置備信徒名冊造送當地縣市政府備查，民國四十四年，台灣省政府民政廳以信徒自行造報之信徒名冊缺乏公信力及信徒資格之認定不夠具體，建議內政部函頒信徒認定四原則，民國五十一年，中國佛教會鑑於各縣市佛教寺院常因人事與寺產問題自分派系，糾紛迭起，認為寺廟如能置備信徒名冊，實行自決，則有助於消除糾紛，因此建議內政部函請台灣省政府通令各縣市政府協助各寺廟置備信徒名冊。台灣省政府五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府民一字第一六一八五號令：「寺廟應從速置備信徒名冊，以防止糾紛」，且「寺廟信徒名冊一經確定，即屬永久有效」(台灣省政府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府民財一字第二一四一號函)。

或許是出於當時的時空背景，政府與佛教會一致要求寺廟設置信徒大會，但是，不知何故成效卻不彰，絕多數佛教寺院仍未造報信徒名冊，然信徒大會為寺廟之最高權力機構之法令曲解已根深蒂固，各縣市政府於每十年一次的寺廟總登記時，不管有無備置信徒名冊，一律將管理人(或住持)繼承慣例填寫為「由信徒大會選舉之」，因此，許多寺廟信徒名冊的設置，都是其負責人往生後，為產生繼承人之權宜做法(糾紛也因此而起)，並非有原來之繼承事實；時至今日，即使法令修訂信徒大會已非唯一之最高權力機構，但，政府對這部分問題仍未有任何解套的辦法，一昧將之推給「寺廟自訂章程處理」，但，一則「章程」之訂定需提信徒大會通過，信徒大會可能自廢權力嗎？再則，新訂「章程」能否違反原登記表中之「繼承慣例」？另規定「寺廟管理人如不能依照各該寺廟之傳授慣例產生時，可召開信徒大會選舉？無信徒之寺廟始由地方自治團體會同民意機關召集地方公正士紳開會選舉」，不是明擺著「信徒大會」仍是寺廟產生負責人的機制。

監督寺廟條例中，住持是寺廟唯一具有管理權者，但寺廟登記規則第三條：「寺廟之登記由住持聲請之，無住持者由管理人聲請之」，台灣省政府四十五年府民一字第六五一四０號函：「寺廟信徒名冊應由管理人(有住持會同住持)造具信徒名冊，呈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政令先將人事權由住持移轉至管理人，再將財產管理權明定：「住持係主持宗教活動，管理人管理寺廟房屋財產，二者同時設置並無重複」（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四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民甲字第一八三０二號代電）。

管理人與住持同時設置確實造成雙頭馬車之糾紛，佛寺協會乃就此建議內政部「為避免寺廟人事組織之混淆而造成紛爭，建議由出家人住持並實際負責管理權之佛教寺院，得以勿庸另外設置管理人，以減少紛爭」(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華佛寺協會字第八七００八號函)，經內政部函復：「按為避免寺廟之負責人究係住持或管理人，致生糾紛，寺廟自得於組織章程中規定：組織章程未明定或未訂組織章程之寺廟，為避免因寺廟同時設置住持及管理人所產生負責人混淆而致管理權紛爭，得於寺廟登記表中，僅登記住持或管理人一人或住持及管理人明列同一人」（內政部八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台（八七）內民字第八七０三六七０號函）。

在此次補辦登記中，登記表就將原管理人及住持兩欄改為負責人一欄。

肆、佛教傳承與組織型態

　　在人事方面，依佛教三千多年來的傳承制度，大略分三種型態：一、師徒相授，二、法脈相傳，三、十方選賢，道教方面更有尊重神意的做法，採筊杯或抽籤方式，佛道教皆篤信因果，即使寺廟一時荒廢，他日自會有有緣人來延其香火，不管以哪種方式繼承，都是以其德養輩份為考慮重點，這樣的傳承制度與因果思想，被以現代粗淺的選舉方式取代了；當然，負責人的基本條件可以用章程訂定，但是，太多的制約反而是違背宗教自然法則的精神，尤以制約也是因人而易，就這些年協助寺院訂立組織章程的經驗裡，地方縣市政府承辦人員的主觀意識仍嚴重主導寺廟之人事權，尚未十足尊重宗教之自主自治（寺廟章程訂定需報經主管機關之核准）。

    佛教界建議以執事會替代信徒大會為管理制度，行政部門卻擔心衍生另一個矛盾問題，質疑由住持擇派執事、執事選舉住持所形成之相對利益互動關係是否合理？如此考量雖非無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宗教的倫理關係，寺院僧團生活如一般家庭，不僅長幼有序，領導人更必須兼具領眾的德望與能力，否則，山脈香火自然流失凋零，這些屬於宗教精神層面的問題，是很難以行政力介入的。

　　行政部門賦予「信徒大會」絕對權力，但卻忽略了「信徒身份」在法律上的地位，因信徒糾紛日起，縣市政府已無力解決，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將信徒解為「指信仰某一宗教之人而言，惟主管機關所認定之信徒，原則上係以與寺廟有經濟上關係為要件，信徒身分之確定以信徒名冊造報為依據」，很明顯的，行政機關是將信徒定位於與寺廟有經濟關係之對象，針對信徒名冊之爭議，就內政部民國四十六年及民政廳六十五年之函示「信徒名冊公告之爭執應由縣市政府處理之」「信徒名冊公告異議應由主管機關核實訂正」，或許，因地方政治力逐漸介入寺廟人事，政府已無力解決，內政部復於八十四年一月三十八日台（八四）內民字第八四七五七七六號函：「信徒名冊於公告後發生爭執，宜由利害關係人循司法途徑處理」，然據法院之見解，認為信徒之認定為事實問題，不得為確認之訴標的。

目前，許多寺廟因信徒名冊之爭無法解決，最主要的仍在爭取管理權，寺廟原本是提供信徒禮拜及信仰的場所，如基督教之教會堂，發心捐獻也是出自身為教徒的布施行為，信徒可以選擇適合自己依歸的道場或師父，如今反由信徒來決定負責人，顯然混淆了師徒關係，破壞了宗教倫理。
無論是現有法令或未來宗教立法，政府採取由寺廟自訂章程規範已是必然趨勢，唯「章程」是備而不用或實際依照運作，可能是政府與宗教界需要坦誠面對的問題。
伍、行政流程，有待檢討
即使政府三申五令，願意成立信徒大會之佛寺仍然有限，就是設立了也未發揮實際推展寺務的功能，這種顯然各行其事的做法，政府應該勇敢面對，尋求解決之道，當然，全面廢除信徒大會的組織型態已不可能，但整個信徒權力應隨著行政命令的修改有所調整，才符合宗教精神之本質。

    精省之後，力經爭取，內政部雖於八十九年十月三日及十八日兩次邀集各縣市政府召開研商「寺廟法令」修正會議，「信徒大會」已非寺廟唯一之最高權力機構，但從一些行政程序上，仍顯示政府對「信徒身份」的尊崇，首先，既然法院認為信徒只是身份問題，非為權力主體，為何「信徒名冊」需要一個月公告無人異議才予確認？信徒與寺廟之間的互動，寺廟負責人最為清楚，自認有所貢獻就得以提出異議的方式，容易助長其功利心態，再則，法院既不做確認之訴，政府既訂有信徒認定原則，為何不能由主管機關逕自核實認定？

　　政府一方面以社團型態要求寺廟以議事方式運作，但是，又不願比照輔導社團方式，依憲法賦予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將信徒視同為會員，未繳費或未參與開會即自動去除其資格；目前寺廟欲除去信徒資格，還必須檢具會議紀錄及掛號開會通知，有些人長期對寺廟並無貢獻，只要按時開會即可，另有實際貢獻者想加入，原信徒大會不同意，仍不得其門而入。

　　就行政程序而言，社團有單一主管機關︱社會局，寺廟卻是二級或三級主管，凡事都必須由鄉鎮市公所呈轉，除了信徒的登記與異動，紀錄、財務的造報，章程的訂定等，常常一個往返就是半年一年的，更令寺廟視為畏途，如果政府能把信徒制度視同一般社團之會員制度，並且簡化寺廟業務之行政流程，當有助寺廟對信徒大會的接受度。
　　「人團法」的開放，讓我們創造了多元宗教的奇蹟，從另一個層面思考，這些新興宗教的大興，是否意味著傳統宗教已然承載不了人們對於宗教的需求？但規定三十人就得以自組宗教社團的情況下，似乎也很難見証新興宗教的特性，新興宗教以來自道教及民間信仰的結合體為多數，且採用寺廟之經營型態；但在法律的適用上，到底應該以「社會團體法」還是「寺廟法令」，實有待釐清。另外，寺廟與教團的屬性與社會功能，在傳統宗教是很容易區分的，寺廟由教團輔導，目前的法令卻混淆了這種互屬關係，各個寺廟皆可自己成立教團。
陸、宗教用地取得不易

　　歷來名山古剎都是相映成趣，加上市區土地取得不易，因之佛寺興建多選擇於山野鄉間，卻受限於山坡地開發辦法及農地農用政策，不論是私人所有或共同持分或占用國公有土地，依現行法令或可申請變更或讓售，但看似容易，待要正式合法申建，卻都是困難重重，遙遙無期。

　　占用國公有土地興建寺廟，是比較麻煩處理的，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總統公布修正後之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得逕行出租」，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已具有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其條件之一為「已依法設立財團法人之社會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因舉辦公共福利事業或慈善救濟事業所必需者，得予讓售」，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現為寺廟教堂所使用之不動產，合於國人固有信仰，有贈與該寺廟、教堂依法成立之財團法人必要者，得贈與之」。不僅其間的讓售及贈與對象為依法成立之財團法人，就連申請承租，也是困難重重，如土地地目為田，編定使用種類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則屬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項所規定之「耕地」，依同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寺院既非同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不得承受耕地。由此得知，宗教團體使用或需用國有非公用土地仍有諸多限制，尤以地目及使用編定種類，就很難符合農發條例之規定，實際上寺廟持有農地情況最為普遍。

　　政府在訂定或修改法令的同時，向少考量實際民情，農發條例第十七條的修訂讓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前已登記有案寺廟辦理農地更名登記，卻獨漏了宗教基金會，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三條「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人應為農民」，那些原將農地回復更名為宗教團體所有之寺廟，再也無法申建農舍，目前，寺廟使用之土地，以農業用地最為普遍，這項規定，無異鼓勵寺廟再回復以往以「農民」身份之私人名義取得農地的做法；再則，農地產權屬寺廟所有，地上物（農舍）卻屬私人所有，簡直是為日後產權的繼承，埋下糾紛的伏筆。

　　自從九二一震災之後，政府對山坡地申請開發案更為審慎保守，雖然並無實質證據顯示是因興建寺廟造成的水土破壞，但，懷璧其罪，原進行修訂中的「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宗教使用事業計畫審查及管理要點」及「宗教團體申請免受山坡地開發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限制審查原則」，一再延誤；自八十五年送原台灣省政府民政廳申請非都市土地變更之二十餘件寺廟案件，無一獲得核准，試問，在如此效率之下，寺廟能不違建？依據內政部八十七年所作的統計資料，台灣地區違建寺廟三五０八間，因土地未辦變更編定的寺廟就有八五二座。由此得知，簡化土地變更作業程序才是當務之急。

柒、宗教法制化的省思

    例舉了上述寺廟法令的缺失，回復到宗教是否需要立法的探討，這個問題爭議已久，尤因今年「宗教團體法」草案正式由內政部出爐，更導致各方矚目，截至目前，這套由宗教界及學術界共同擬定的版本，雖有反對聲音，仍然是歷年來獲各界最高評價的宗教法。

    當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只有優惠條款，沒有約束條文，尤其是欲享受公益而又不願接受政府某個程序上的監督，可能難昭社會公信，在私領域部份，如宗教儀軌、信仰行為，這些屬於精神層面的範圍，甚至內部人事等，政府都不宜介入；但屬公領域部份，即宗教與社會的關係，政府若無法負起適度監督的責任，怠怕也很難面對社會大眾的置疑。

　　針對寺廟法令的不適用，佛教界有一部份主張「只廢監督寺廟條例，不再立法」，問題是「寺廟登記規則」係來自監督寺廟條例之法源依據，廢了母法，是否表示寺廟也不必登記？那「寺廟」之權力地位如何取得？例如台北市政府在內政部「研商寺廟補辦登記相關事宜」會議時，即提出：「有關寺廟補辦登記之准駁屬人民權利義務之內涵，似須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Ｏ條規定，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始可。否則，各縣市政府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之後，辦理補辦登記業務將有法規適用之問題」，由此得知寺廟登記不能沒有法源依據，因此，主張廢除監督寺廟條例，不另立法是行不通的，除非，全部寺廟皆改以成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之方式登記。

    另外，也有認為以現在的民法及刑法還有其它相關法律已足夠，不必再重新立法，亦即是保留民國十八年所訂之監督寺廟條例及寺廟登記規則、寺廟法令等，這是反對立法派所提的見解，然而，究竟現有法律是否足夠解決寺廟現存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方向。以下列舉幾點供大家參考：

    首先是宗教團體不動產移轉無法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契稅所造成的負擔。依財政部規定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之前以宗教團體資金所購買之不動產尚可更名登記方式辦理產權移轉，得免徵契稅及土地增值稅，但這只是增值稅部份，買賣，並不包括「贈與」範圍，且亦有其時間及條件限制，甚至，本事項還因某官員認係須於未辦登記前所購買之不動產才能准予更名免稅，而致宗教權益受損，試想，寺廟(或教堂)如未辦登記又如何證明其購買資金係屬該宗教團體所有？更何況政府同意辦理宗教團體不動產更名登記，旨在減輕其稅負困擾，以確保宗教團體之財產法益，減少財產爭端為目的，更名注意事項裡並無登記時間的限制，這單純只是人為主觀認定因素。就瞭解，除了寺廟之外，尚有許多早期受贈不動產之教會、教堂，礙於當時法令限制或種種因素，財產登記於牧師、神父或教友名下，因繳不起巨額增值稅或遺產稅，而無法更名登記於宗教團體名下的，不在少數，況且，早年登記的自然人，如今年歲已大，這是迫不及待需要解決的問題。另外，依目前稅法規定，宗教團體須於章程明訂解散後財產歸屬地方自治團體所有，才能申請免稅。民法亦如此規定，無論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亦受此規範，基督教、天主教因有教會組織還無所謂，但，寺廟沒有互屬關係，在財產歸屬方面，必須重予立法才能蒙受免稅優惠，如甲寺解散時，其剩餘財產可歸屬乙寺所有。

    再則，幾次天災地變後，內政部營建署，刻正以航照圖調查全台山坡地違建情況，寺廟首當其衝，這些違建寺廟多因佔用國有土地不能合法，這問題亦不容忽視，因此在草擬宗教團體法時，特明定「宗教團體對其善意使用之不動產有優先購買或優先承租之權，但該土地為公有非公用且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在使用者，得以公告現值價購之」，不料這項條文竟遭曲解為鼓勵宗教團體竊佔國土(中台出版之靈泉雜誌四十七期三十八頁)，難道，這許多違建寺廟，要任其被拆除，或全部以竊佔國土罪起訴，才是解決之道？這恐怕也非我們所樂見。

    除此之外，宗教建築物如都市道場登記，還有納骨塔，都有妾身未明的窘境，這種種難題，都不是現有法律能夠解決的。還有回歸單一宗教主管單位，現在社團有社團的主管，基金會有基金會的主管、寺廟有寺廟的主管，沒有一個總歸的宗教團體的主管部門，不僅造成各行其事的情況，每遇宗教事件，政府各部門更互相推諉。

捌、結論
近年來，寺廟被以竊佔國土或破壞及濫墾（違反山坡地開發辦法）起訴案件，時有所聞，老實講，政府也罰不勝罰，拆不勝拆，尤其，法令若不解套，問題將繼續存在，況且，若以寺廟參與社會公益目的功能考量，輔導合法要比取締要實際許多，另外，中央與地方政府權責不夠明確，也形成寺廟之困擾，光一個補辦登記作業，就很難建立共識，加上政黨因素介入就更加混淆不清，台北市政府就迭以宗教輔導係「地方制度法」，而有不同意見；宗教處境是愈來愈困難。在日前的一場宗教座談會裡，聆聽魏千峰律師對世界各國宗教立法現況所做的詳盡說明分析，得知近十幾年來，各國已偏向藉重立法以保障宗教自由的趨勢，除美國、日本、德國之外，還有南非、捷克、匈牙利、奧地利、哥倫比亞等地，都相續立法，且被認為是非民主化到民主化的必然過程。
到底宗教立法是干預宗教自由或保障宗教自由，或許各有利弊，也見人見智，個人非法學專家，不敢遽下斷言，唯就時下台灣寺廟現況，只能說相關法令太多太雜，能夠適用的卻太少，基於維護佛教權益立場，個人認為解決問題並拉近法律與實務的距離，才有立法的意義。

　　



